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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分析框架：
风险感知的视角

胡象明　 王　锋

［摘　要］主流风险评估强调成本—收益分析、环境风险分析等经济、环境层面评估，忽视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心理、文
化层面的分析与评估，致使作为风险承担者的公众被排斥在风险管理和决策之外。从风险感知视角构建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分析框架，有助于揭示社会风险产生的内在机理和演进逻辑，弥补有关公众风险感知评
估内容的缺失。北京六里屯垃圾填埋场个案研究表明，公众的心理焦虑、信任、社会经济背景等变量与公
众抗争意愿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女性、本地人、年轻人、低教育程度者、较高收入者、居住年限较长者的抗争
意愿更强；焦虑程度越高者、感知到的负面风险越大者、对风险设施运营方越是不信任者，抗争意愿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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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从全球范围来看，随着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的发

展和转型，因人为的科技风险引致的社会稳定风险正逐渐
加大，针对核电厂、垃圾焚烧厂、高速铁路、转基因食品等
的社会抗议此起彼伏，愈演愈烈，严重困扰着各国的风险
管理实践者和研究者。当前主流风险评估主要强调成
本—收益分析、环境风险分析等经济、环境层面的评估，而
忽视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心理层面（如焦虑等）、文化层面
（社会经济背景、信任等）的分析与评估，致使风险的承担
者（公众）被排斥在风险管理和风险决策之外，这既是当前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重大缺陷，也是引致社会稳定风险的
重要根源。此外，主流的成本—收益分析法一直以来都被
认为是计算风险发生后果及其发生概率的科学方法。然
而，后果、可能性以及风险的可接受性并不能被客观地计
算和掌握，因为风险或安全的概念是与人们的思维、情感、
价值观念等紧密相联。主流评估风险的方法过于强调科
学因素忽视心理、文化和伦理等因素而在实践中陷入重重
困境。为此，本文基于当代西方风险感知的两大理论———
心理测量和文化理论，从公众风险感知的视角构建了全新
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分析框架，并通过对北京六里屯垃圾
填埋场个案的实证调查，以验证新分析框架的有效性和解
释力。研究结果印证了公众风险感知（包括心理和文化层
面的各种因素）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的重要影响。

二、风险感知理论回顾
自二战之后，有关风险及风险感知的主题越来越多地

受到社会科学家们的关注。在风险方面，迄今为止已有六
种主要理论观点：个体主义观点、文化主义观点、现象学观
点、风险社会观点、后现代主义观点和规制主义观点。［１］而
在风险感知方面，一些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及心理学家较
早展开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理论探讨和经验研究，并逐渐
形成了两大风险感知理论流派：一是风险的“心理测量”理
论流派，代表人物是保罗·斯洛维奇（Ｐａｕｌ　Ｓｌｏｖｉｃ）、卡斯帕
森、里纳特·舍贝里（Ｌｅｎｎａｒｔ　Ｓｊｏｂｅｒｇ）等，他们主要运用心
理学方法研究风险问题，侧重对风险根源的主观特征和主
观感受的测量；二是风险的“文化理论”流派，代表人物是
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Ｄｏｕｇｌａｓ）、迈克·汤姆森等人，
该流派试图从认知主体自身的生活方式理解风险感知和

与风险有关的行为。［２］

（一）风险的心理测量理论
心理测量理论的前提假设是：风险是由个人主观定义

的风险，而个人会受心理、社会、制度和文化等多种因素影
响，所以只要调查工具设计合理，当中的很多因素和它们
之间的内在关联就可以被量化和模式化，从而有助于我们
理解个人和社会是如何面对风险并做出反应的。［３］保罗·
斯洛维奇等通过问卷调查发现，专家和外行公众对“风险”
概念的涵义有着不同的理解，在风险感知和风险态度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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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差异很大。专家对风险的判断基本上接近年度死亡率
的估计值，而外行公众对风险的判断则受到诸多其他因素
（如恐惧性、可控性、致命性、熟悉性、公平性等）的影响。
换言之，公众对那些不熟悉的、可致命的、不可控的、会带
来恐惧等特征的危险有着更高的风险感知，但专家们则不
大受上述因素的影响。
此外，斯洛维奇等的研究还发现，风险感知与“污名

化”紧密相连。例如，近１０％的受访者一想到内华达州就
会引起有关核的联想。而一旦出现有关核的联想，就会降
低人们把内华达州作为旅游胜地的偏好程度。然而，“尽
管有些污名化映像是通过诸如恶臭、丑陋的景观、事故、疾
病等被人们直接体验到的，但当前污名化最主要的推波助
澜者还是新闻媒体，它通过社会放大过程来完成污名
化。”［４］卡斯帕森、伦内、斯洛维奇等人在后来的研究中也
发现，感知和媒介在风险事件（如环境污染、产品质量缺
陷、安全生产事故等）造成的严重后果和次级影响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他们用“风险的社会放大”概念框架来描述
心理、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是如何相互作用，以此“放大
风险”并产生波及效应。该概念框架同时表明，不利的风
险事件所产生的社会和经济影响不仅是由事件的直接生

物和物理影响决定，而且也由感知风险因子、媒体报道和
信号价值所决定的。［５］

心理测量理论主张，风险感知除了与污名化、新闻媒
介紧密相关之外，还与人的情感和直觉息息相关。斯洛维
奇等人发现，与感知风险关联最强的特征是危险在多大程
度上会激起人们的恐惧，此外，感知风险与感知收益之间
呈负相关关系，且与个人对某项危险的一般性情感评价有
关，即随着感知到的收益增加，其感知到的风险就会降低。
于是，斯洛维奇等得出结论，风险感知其实高度依赖于直
觉思维和经验思维，而且受到情感进程的引导。为此，他
们将人们在风险判断时使用的这种直觉思维和情感方法

称之为“情感捷思法”（ａｆｆｅｃｔ　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
但是，个体主义的心理测量模式也存在着自身的局限

性，它没有考虑到文化和政治情境对科学客观性的影响，
人类个体或集体面对的许多风险的本质已经不再可能被

人们所理解。［６］

（二）风险的文化理论
与心理测量理论一样，文化理论同样预设风险是主观

的，而不是客观的、可测量的。但与心理测量理论强调个
体风险感知的量化测量，以及情感直觉在风险感知中的重
要作用不同，文化理论强调风险是文化、社会和政治等综
合建构的产物，世界观（文化偏见）、礼仪习俗、道德规范、
社会行动规则及社会经济背景等因素影响甚至决定人们

的风险感知和风险决策。风险的文化理论主要包括两个
部分：一是理论信念，即奉行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模式会
产生一种独特的看待世界的方式，简称为“文化偏见”；二
是对四种可行的文化群体的界定，该分类基于“群体”和
“网格”两个维度而形成。［７］玛丽·道格拉斯被公认为是风
险文化理论的主要代表者，她在《自然象征》一书中，较为
详细地阐述了“网格／群体”分析方法论。
道格拉斯认为，可以将某种分类系统的范围和连贯表

达作为某种社会维度，社会上的每个个体都可以在这种社
会维度中找到相应的位置，这种分类系统之社会维度的划
分状态就是所谓的“网格”。［８］斯科特·拉什进一步对道格
拉斯提出的“群体”和“网格”两个概念做了阐释：“群体”是
指社会内部和外部间明确的界限，而“网格”则指某个群体
或松散或严密的分类范畴的特征。一般来讲，某一社会内
部和外部的边界越模糊，分类范畴越不清晰，则该社会的
群体和网格也就越弱。［９］在道格拉斯等人看来，基于网格
和群体两个维度，可以将社会群体或社会环境划分为四种
文化类型：一是低群体／低网格型，即个人主义者（Ｉｎｄｉｖｉｄｕ－
ａｌｉｓｔｓ），其特征是强调市场竞争，强调以成本－收益分析为
基础而做出理性的决策；二是低群体／高网格型，即宿命论
者（Ｆａｔａｌｉｓｔｓ），它代表的是分层的、异化的个体或沉默的大
众；三是高群体／低网格型，即平等主义者（Ｅｇ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ｓ），
典型代表是平等主义的团体，如各种环保组织和革命政治
团体等，他们质疑权威（包括各种专业领域的专家）和各种
等级，关注那些源于制度的各种风险；四是高群体／高网格
型，即等级主义者（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ｓｔｓ），它强调正式系统的控制
和等级制的权威，如政府、军队等群体组织，倾向于信任权
威（如规则的权威或政府），关注那些威胁社会秩序的各种
风险。［１０］

正如大卫·丹尼所说，风险文化理论的核心方法———
“网格／群体”法代表的是一种对文化的分类法，这种分类
法有助于理解个人经历是如何影响风险感知方式的。但
文化主义者模型同样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如用静态的方法
理解风险与文化的关系，没能关注到风险感知的未来变
化；没有区分存在论的世界和风险的认识论，以及有可能
导致文化主义者对风险现实的遗忘等。［１１］毋庸置疑的是，
尽管存在诸多缺陷，但我们不能否认道格拉斯等文化主义
学派对风险及风险感知研究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三、基于风险感知的社会风险评估：新的分析框架
随着对风险感知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意识到单一的

心理测量理论或文化理论都很难解释复杂的风险现实和

风险情景。因此，当代风险感知理论研究出现了两大新趋
势，即后现代转向和学科融合。后现代转向主要体现在诠
释性风险感知研究流派的兴起，他们主要运用解释学和现
象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风险问题。而心理学、社会学等学
科视角在风险感知研究中的交叉与融合趋势亦显得越发

明显。［１２］保罗·斯洛维奇等在后期研究中就观察到，价值
与世界观、性别、信任和风险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这进一
步坚定了他们使用社会政治学和文化视角研究风险的信

心。彼得斯和斯洛维奇发现，那些有平等主义偏好、希望
财富和权力能在社会中公平分配的人们对各种风险的感

知更高，而且对核能特别关注；而那些偏好专家和权威控
制的等级制社会秩序的人们的风险感知要低得多，对核能
的态度也更友好，由此可见，世界观和情感在帮助人们评
估风险并对风险做出反应。［１３］斯洛维奇的经验研究还发
现：男性白人效应以及公众、产业界和风险管理专家之间
的不信任，都是风险感知在心理、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多种
因素交互作用影响的结果。而风险文化理论的另一代表
人物史蒂夫·雷纳在反思文化理论的未来方向时同样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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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随着文化分析中心由单一来源形态和造成局部影响的
风险向多源形态和造成地区或全球影响的风险的转移，跨
学科分析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文化理论被要求变得
更加外向。［１４］

通过对上述风险感知理论主要观点和最新发展趋势

的回顾可知：人们对风险的感知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生理、
心理反应过程，该过程受到媒介、文化、经济和政治等社会
因素以及个体自身社会经济背景因素的综合式影响和交

互作用。因此，从公众的风险感知视角审视和解释当前愈
演愈烈的大型工程引致的社会抗争事件，能更好地揭示社
会风险发生的内在机理和演进逻辑。为此，综合风险感知
的心理理论和文化理论，基于公众的风险感知视角，我们
建构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分析框架（图１），用
于分析公众风险感知是如何引致社会稳定风险———产生
社会抗议的。

风险设施
政府机构
社会组织

心理层面
（焦虑等）

心理层面
社会恐慌

风险事件 传媒中介 社会抗议

未知风险 新闻媒体
人际关系

文化层面
（信任等）

文化层面
信任、污名

个体的
风险感知

公众群体
风险感知

图１　基于风险感知的社会风险评估分析框架

新的分析框架展示出了社会风险的如下演进逻辑：风
险源（包括风险设施、风险事件、未知风险等）产生的风险，
经由各种社会组织、新闻媒体以及人际传播等传媒中介的
作用，被个体有选择性的感知，个体的风险感知同时反映
在心理层面（如焦虑、恐惧等情绪）和文化层面（如信任、世
界观、社会经济背景等）上，而当个体的风险感知在更大群
体中得到传播和认同时，就逐渐形成了公众群体的风险感
知（或称之为社会的风险感知），这时风险感知反映在心理
层面的是社会恐慌等，反映在文化层面的是社会信任和
“污名化”等。当社会恐慌、焦虑、社会不信任和“污名化”
等均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时，即公众所感知到的风险伤害
大大超过风险收益时，公众的群体性抗议就出现了。
新的分析框架肯定了公众（个体及群体）在面对风险

及做出反应时受到直觉、情感、世界观、信任、社会经济背
景等方面的综合影响，同时也预设了公众的风险感知（包
括心理层面如焦虑和文化层面如信任等）影响其抗争意
愿，进而影响并决定其抗议抵制的行为。因此，基于上述
分析框架，我们提出以下具体假设：
假设１（Ｈ１）：在风险感知背景下，公众的社会经济背

景因素（包括性别、年龄、收入、教育程度、户籍地、以及居
住时间等）影响社会抗争意愿，两者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
具体地说，假设１（Ｈ１）可以细分为六个假设：

Ｈ１Ａ：在性别方面，女性比男性有更强的抗争意愿；
Ｈ１Ｂ：在年龄方面，年轻人比老年人有更强的抗争

意愿；
Ｈ１Ｃ：在收入方面，收入高的比收入低的有更强的抗

争意愿；
Ｈ１Ｄ：在教育程度方面，受教育程度高的比受教育程

度低的有更强的抗争意愿；

Ｈ１Ｅ：在户籍地方面，本地户口居民比外地户口居民
有更强的抗争意愿；

Ｈ１Ｆ：在居住时间方面，居住年限长的比居住年限短
的有更强的抗争意愿。
假设２（Ｈ２）：公众的焦虑心理影响抗争意愿，两者存

在正相关关系。公众表现的焦虑、恐惧等情绪越强烈，其
抗争意愿也就越强烈。
假设３（Ｈ３）：公众的风险感知评估影响抗争意愿，两

者存在正相关关系。公众感知到的风险越高，其抗争意愿
也就越强烈。
假设４（Ｈ４）：公众的（对运营方和政府主管部门）信任

程度影响抗争意愿，两者存在相关关系。公众对运营方和
政府主管部门的信任程度越低，其抗争意愿也就越强烈。
四、基于风险感知的社会风险评估实证调查
为了进一步验证“基于风险感知的社会风险评估”分

析框架以及提出的一系列假设，我们选取了北京市海淀区
六里屯垃圾填埋场作为个案进行实证研究。调查对象为
六里屯垃圾填埋场周边社区居民。六里屯垃圾填埋场位
于海淀区永丰乡屯佃村，南距海淀镇１２公里，西距京密引
水渠１１１４米，是北京市继阿苏卫、安定、北神树之后的第四
座垃圾卫生填埋场。项目总面积为４６３５００ｍ２，填埋坑占
地面积为３５７９００ｍ２。填埋场每年处理约６５万吨生活垃
圾，日处理垃圾１５００吨。实际日处理１８００吨左右，高峰期
日产垃圾达到２５００吨左右，占北京市生活垃圾总数的１２．
２６％，该垃圾场处理海淀区垃圾总量的９０％以上。［１５］２００７
年，垃圾填埋场周边社区居民强烈抵制和抗议北京市兴建
六里屯垃圾焚烧厂的规划，致使该规划最终流产。为此，
选择该垃圾场周边居民作为调查对象就具有很强的代表

性和典型性。
（一）调查方法
本次实证调查主要以问卷抽样调查辅以深度访谈方

式进行，问卷抽样调查的范围是以六里屯垃圾填埋场所
在地为中心，向外３公里为半径的六里屯村、屯佃村和亮
甲店村三个村。以这三个村的居民（年满１８周岁）为抽
样调查对象进行随机抽样，共发放调查问卷６００份，回收
有效问卷４２１份，有效回收率达７０％，问卷抽样的分布情
况见表１。此外，在正式问卷调查开始前，我们对垃圾填
埋场附近的５位居民进行了访谈，为问卷设计收集了很
多宝贵的资料，同时为调查展开提供了很多有用的信息。
正式问卷调查开始后，在发放调查问卷的同时，运用非结
构式访谈法随机抽取了２０名居民进行深度访谈，平均访
问时长在３０分钟左右，作为对结构式调查问卷收集信息
的补充。［１６］针对回收的有效问卷４２１份，运用ＳＰＳＳ软件
进行统计分析。
我们在调查问卷中设置了２个观察变量指标（选择搬

家和参与抵制意向）来测量抗争意愿变量，以及６个观察
变量指标（感觉压抑、感觉身体不适、感到忧虑害怕、担心
有安全隐患、感到恶心、担心会得病）来测量焦虑心理，１４
个观察变量指标来测量风险感知的四个方面（生活品质风
险、环境污染风险、身体健康风险和补偿意愿）。针对上述
所有指标又设计了五个选项，分别为：极不同意、较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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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一般、比较同意、非常同意，然后分别赋予相应的分值，
从１到５分。针对信任变量，在调查问卷中设置了５个观
察变量指标来加以测量，设计的选项是二分选项：是与否，
分别赋值１和２。为了保证问卷的内部一致性和可靠性，
我们对问卷进行了信度检测（表２）。信度检测的结果是：
总量表的标准ɑ系数是０．８７；分量表中，风险感知评估层
面分量表的标准ɑ系数是０．７４；焦虑层面分量表的标准ɑ
系数是０．８５；信任层面分量表的标准ɑ系数是０．８５；抗争
意愿层面分量表的标准ɑ系数是０．８２；上述信度值表明问
卷总量表高于０．８０，分量表都高于０．７０，因此量表较为理
想，信度高。

表１　样本分布概况
变量 变量说明／单位 平均数

性别 人（男＝１，女＝２） 男：５６％；女：４４％
户籍地 本地（是＝１，否＝２） 本地：３７％；非本地：６３％
年龄 岁 ３５－４９
教育程度 年 ６－９
收入 月均收入（元） １５００－２９９９
居住时间 年 ４－６

表２　问卷量表之信度分析
指标名称 非标准化的ɑ系数值 标准化的ɑ系数值
风险感知 ０．６７　 ０．７４
焦虑 ０．８５　 ０．８５
信任 ０．８５　 ０．８５
抗争意愿 ０．８３　 ０．８２
总体指标 ０．８２　 ０．８７

　　（二）调查结果分析

１．公众的社会经济背景与抗争意愿
社会经济背景又称为人口统计学特质，是指个体的性

别、年龄、收入、教育程度、户籍地、居住年限等社会经济状
况的统计指标。由于不同个体的性别、年龄、收入、教育程
度、户籍地、居住年限往往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对风险的感
知和焦虑的感觉也不尽相同。那么，这些统计指标对抗争
意愿是否产生影响，它们之间的是否有着一定的关联？为
此，对公众的社会经济背景变量与抗争意愿变量进行了回
归分析。由于问卷设计的社会经济变量基本上是非连续
性变量，要进行变量比较分析或回归分析，必须先转化为
虚拟变量。我们先将性别中的男记为１，女记为２，再以女
为比较基准点将性别变量转化为１个虚拟性别变量表示
“男性与女性的对比”；同理，先将户籍地中的本地人记为

１，非本地人记为２，再以本地为比较基准点将户籍变量转
化为１个虚拟户籍变量；年龄变量是将２５岁以下记为１，

２５－３４岁记为２，３５－４９岁记为３，５０－６４岁记为４，６５岁
以上记为５，然后以２５岁以下作为比较基准点，分别比较
得出了４个虚拟年龄变量；以此类推，将教育变量转为５个
虚拟教育变量，收入变量转为４个虚拟收入变量，以及居
住年限变量转为４个虚拟居住年限变量。然后，我们将上
述所有转化后的虚拟变量作为自变量，把抗争意愿作为因
变量，对两者进行回归分析。

从输出结果的回归模型汇总表（表３）中可知，各变量
的容忍度值均在０－１之间，方差膨胀系数（ＶＩＦ）均在

４．０００以下，未大于评鉴指标值１０，符合多元共线性检测要
求，表明进入回归方程式的自变量间多元共线性问题不
明显。

表３　社会经济背景与抗争意愿的回归模型

回归系数
标准化的
回归系数

共线性统计量

Ｂ　 Ｓｔｄ．Ｅｒｒｏｒ　 Ｂｅｔａ　 ｔ值 Ｓｉｇ． 容差 ＶＩＦ
截距 ７．８５２　 ０．４１４　 １８．９５９ ．０００
男 ＆女 －．３１２ ．１７６ －．０８３ －１．７７６ ．０７６ ．９１７　 １．０９０
本地 ＆非本地 ．９８０ ．２２５ ．２５５﹡﹡ ４．３６２ ．０００ ．５８６　 １．７０６
２５－３４　＆２５以下 －１．１６８ ．３０５ －．２７１﹡﹡ －３．８３５ ．０００ ．４００　 ２．４９８
３５－４９　＆２５以下 －１．２７６ ．２８７ －．３４３﹡﹡ －４．４４９ ．０００ ．３３８　 ２．９６１
５０－６４　＆２５以下 －１．０３３ ．３８５ －．１５２﹡﹡ －２．６８３ ．００８ ．６２７　 １．５９５
６５及以上 ＆２５以下 －１．０２８ ．５４４ －．０９９ －１．８９０ ．０５９ ．７２５　 １．３８０
初中 ＆小学及以下 －．１７７ ．２３２ －．０４６ －．７６１ ．４４７ ．５５５　 １．８０３
高中 ＆小学及以下 －．０５１ ．２６１ －．０１２ －．１９８ ．８４４ ．５９１　 １．６９２
专科 ＆小学及以下 ．２７６ ．３４３ ．０４４ ．８０６ ．４２１ ．６８１　 １．４６８
本科 ＆小学及以下 －．１０３ ．３８８ －．０１４ －．２６５ ．７９１ ．７３７　 １．３５８
研究生 ＆小学及以下 －．６６５　 １．０３６ －．０３０ －．６４２ ．５２２ ．９０７　 １．１０２
１５００－２９９９＆１５００以下 ．０５０ ．２３０ ．０１３ ．２１５ ．８３０ ．５３７　 １．８６１
３０００－５９９９＆１５００以下 ．３３６ ．２５８ ．０８２　 １．３００ ．１９４ ．４９８　 ２．００９
６０００－８９９９＆１５００以下 ．４４９ ．４７９ ．０４６ ．９３８ ．３４９ ．８２２　 １．２１７
９０００以上 ＆１５００以下 ．７６１ ．６８０ ．０５２　 １．１２０ ．２６３ ．９１３　 １．０９５
１－３年 ＆１年以下 ．４４２ ．３３４ ．１１０　 １．３２３ ．１８７ ．２８７　 ３．４８０
４－６年 ＆１年以下 ．７３６ ．３４８ ．１６６﹡ ２．１１３ ．０３５ ．３２６　 ３．０６９
７－１０年 ＆１年以下 ．２９０ ．３６８ ．０５７ ．７８８ ．４３１ ．３９０　 ２．５６７
１０年以上 ＆１年以下 ．４８２ ．３６３ ．１０７　 １．３３０ ．１８４ ．３０８　 ３．２５２

复相关系数Ｒ＝０．４５０，确定系数Ｒ２＝０．２０２，调整的确定系数Ｒ２＝０．１６４，估计标准误＝１．７０３２３

Ｆ值＝５．３１１，ｄｆ＝１９，Ｐ值＝０．０００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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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３中可知，在性别方面，虚拟变量对应的β值为
－０．３１２，Ｐ值为０．０７６，表明性别虚拟变量 （男性 ＆
女性）与抗争意愿成负相关关系，由此可见女性比男性
具有更强的抗争意愿，假设 Ｈ１Ａ成立。之所以出现这一
结果，主要原因是女性对危险的感知比男性更高。例如
弗林、斯洛维奇和默茨对美国人的危险感知调查同样表
明，男性对研究中所有２５种危险的感知都较女性低。［１７］

在年龄方面，四个虚拟变量对应的β值均为负值，表明年
轻人比老年人有更强的抗争意愿，故假设 Ｈ１Ｂ成立。在
收入方面，四个虚拟变量对应的β值均为正值，表明收入
高的比收入低的有更强的抗争意愿，故假设 Ｈ１Ｃ成立。
在教育程度方面，五个虚拟变量中的四个对应的β值均为
负值，只有一个为正值，基本表明受教育程度低的比受
教育程度高的有更强的抗争意愿，假设 Ｈ１Ｄ不成立；在
户籍地方面，虚拟变量对应的β值为正值，表明本地户口
居民比外地户口居民有更强的抗争意愿，假设 Ｈ１Ｅ成
立；在居住时间方面，四个虚拟变量对应的β值均为正
值，说明居住时间越长，其抗争意愿也就越强，假设
Ｈ１Ｆ成立。此外，从表２的 Ｐ值一栏可以看出，只有
“本地Ｖ非本地”、 “２５－３４Ｖ２５以下”、 “３５－４９Ｖ２５以
下”、“５０－６４Ｖ２５以下”、 “５０－６４Ｖ２５以下”和 “４－６
年Ｖ１年以下”六个虚拟变量的Ｐ值小于０．０５，达到统
计显著性要求，另外 “６５及以上Ｖ２５以下”变量Ｐ值为
０．０５０，非常接近０．０５，表明以上六个社会经济背景变
量中只有户籍变量和年龄变量与抗争意愿 （因变量）的
相关性最强，基本达到了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要求，
其它变量与抗争意愿之间呈弱相关关系。总之，分析结
果验证了第一个假设 （Ｈ１），即公众的性别、年龄、收
入、教育程度、户籍地、以及居住时间等社会经济背景
会影响其抗争意愿，两者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但具体
假设中也有一个例外，即在教育程度方面，没有出现假
设的高学历者抗争意愿更高的结果，恰恰相反，学历越
低则抗争意愿越高。
２．焦虑、风险感知评估与抗争意愿
实地访谈调查结果表明，因垃圾填埋场对周边社区

的经济、环境以及居民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
响，并因政府缺乏妥善的处理措施，致使周边的公众产
生或加剧了对垃圾填埋场的抗争意愿。周边民众除了对
经济、环境风险的有自己的感知和评价之外，还因垃圾
填埋场引致的各种风险而产生焦虑心理，这种焦虑心理
本身也是公众风险感知的一部分，同样影响公众的抗争
意愿。为了进一步证明它们之间的内在影响关系，我们
对问卷设计的焦虑情绪变量、风险感知评估的四个变量、
以及抗争意愿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其中焦虑情绪、生活
品质、环境污染、身体健康与补偿意愿为自变量，抗争
意愿为因变量。为避免回归分析时出现多元共线性问题，
在回归分析之前进行了自变量间相关分析，分析结果显
示，在焦虑情绪、生活品质、环境污染、身体健康与补
偿意愿五个变量之间的两两相关关系的１０个相关系数中
均未发现有超过０．７０的系数，说明自变量间不存在共线
性问题。此外，投入回归分析后，从共线性诊断结果显

示，回归模型中的６个特征值均大于０．０１，６个条件指
标ＣＩ值均小于３０，表明自变量间无共线性问题。

表４　焦虑、风险感知与抗争意愿的回归模型

回归系数 标准化的回归系数

Ｂ　 Ｓｔｄ．Ｅｒｒｏｒ　 Ｂｅｔａ　 ｔ值

截距 ２．１７１　 ０．５４０　 ４．３０６

焦虑 ０．１８３　 ０．０２２　 ０．３９５＊＊ ８．２２２

生活品质 ０．０５４　 ０．０１９　 ０．１３６＊＊ ２．７８６

环境污染 ０．０４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９５＊ ２．３６１

身体健康 ０．０８８　 ０．０４３　 ０．０９２＊ ２．０２３

补偿意愿 －０．１３６　 ０．０３１ －０．１７８＊＊ －４．４１８

复相关系数Ｒ＝０．６９５，确定系数Ｒ２＝０．４８４，调整的确定系数Ｒ２

＝０．４７７，估计标准误＝１．３４７７９

Ｆ值＝７７．７５０，ｄｆ＝５，Ｐ值＝０．０００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由表４可知，回归模型调整的确定系数Ｒ２为４７．７％，
说明模型解释力比较强，Ｆ检验对应的概率Ｐ值为０．
０００，表明模型的整体检验在０．０１水平下统计显著。比
较回归系数，焦虑情绪、生活品质、环境污染、身体健
康与补偿意愿五个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性ｔ检验的概率Ｐ
值均小于显著性水平０．０５，因此，这些变量对抗争意愿
的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从回归模型可以看出，焦虑情
绪变量与抗争意愿变量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表
明：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公众表现的焦虑、恐惧等情绪
越强烈，其抗争意愿也就越强烈，之前的假设２ （Ｈ２）
得到了验证。而反映风险感知评估的生活品质、环境污
染、身体健康以及补偿意愿四个变量与抗争意愿变量之
间也呈显著相关关系。其中补偿意愿变量回归系数为负，
显示其与抗争意愿之间为负相关，表明居民接受补偿的
愿意越低，其抗争意愿也就越高。此外，生活品质、环
境污染、身体健康三者与抗争意愿变量之间也呈正相关
关系，表明居民对生活品质下降、环境污染以及身体健
康受威胁等方面的风险感知越深，其抗争意愿也就越强
烈。因此，之前的假设３ （Ｈ３）成立。
３．信任与抗争意愿
已有的一些研究表明，公众的信任与其风险感知有

着显著关联。通常情况下，公众对风险管理者、专家及
风险设施运营方越是不信任，其感知到的风险也就越高，
进而抗争意愿就越强烈。“近年来有大量论文和调查指出
了信任在风险管理中的重要性，并记录了目前我们对他
人、工业界和负责风险管理的机构的极度不信任，这种
普遍的不信任还与风险感知和降低风险的政治运动有

关。”［１８］根据对六里屯垃圾填埋场周边居民的访谈发现，
居民们对垃圾场运营方控制风险的能力表示了不信任，
特别是他们能直接感知到的来自垃圾场排出的臭味加深

了这种不信任的程度。我们对问卷调查中有关信任状况
的结果进行了分析，将信任对象 （村委、运营方及其主
管部门、媒体、法律及邻居）的二分变量 （是与否）进
行了虚拟变量的转换，然后将得到的５个虚拟观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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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抗争意愿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的回归模型见表５。从表
中的多元共线性检测统计量可知，各变量的容忍度值均
在０－１之间，方差膨胀系数 （ＶＩＦ）均在４．０００以下，

未大于评鉴指标值１０，表明进入回归方程式的自变量间
多元共线性问题不明显。

表５　信任与抗争意愿的回归模型

回归系数 标准化的回归系数 共线性统计量

Ｂ　 Ｓｔｄ．Ｅｒｒｏｒ　 Ｂｅｔａ　 ｔ值 Ｓｉｇ． 容差 ＶＩＦ

截距 ６．２６６ ．１６２　 ３８．６９７ ．０００

信任村委 ＆不信任村委 ．６８０ ．２４５ ．１７４＊＊ ２．７８２ ．００６ ．４８１　 ２．０７９

信任主管 ＆不信任主管 －．２４０ ．２７２ －．０６１ －．８８１ ．３７９ ．３８９　 ２．５７３

信任媒体 ＆不信任媒体 ．６０８ ．２３７ ．１６３＊ ２．５６６ ．０１１ ．４６８　 ２．１３９

信任法律 ＆不信任法律 ．７７６ ．２２５ ．２０７＊＊ ３．４４１ ．００１ ．５２４　 １．９０９

信任邻居 ＆不信任邻居 ．４４２ ．１８４ ．１１６＊ ２．３９５ ．０１７ ．８０６　 １．２４０

复相关系数Ｒ＝０．４６７，确定系数Ｒ２＝０．２１８，调整的确定系数Ｒ２＝０．２０９，估计标准误＝１．６６０４９

Ｆ值＝２３．０９２，ｄｆ＝５，Ｐ值＝０．０００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从上述回归模型可以看出，在５个虚拟观察变量中，
只有“信任主管 ＆不信任主管”虚拟观察变量的β值为负，
表明居民越不信任运营方及其政府主管部门，其抗争意愿
就越强；其他四个虚拟观察变量的β值为正，表明居民越是
信任村委会、媒体、法律以及邻居，其抗争意愿也就越强。
这一结果恰恰反映出公众对风险设施及其管理者的不信

任，导致他们将改变现状的诉求转移到村委会、新闻媒体、
司法以及邻居等途径上。此外，在５个虚拟观察变量中，
有四个观察变量的Ｐ值小于０．０５，表明总体上看，信任变
量与抗争意愿变量之间有着显著的相关性。由此可见，之
前的假设４（Ｈ４）也成立。
五、结论与讨论
综合上述社会风险评估的概念框架和实证调查的检

验结果，本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１．社会稳定风险的高低取决于公众基于对风险的感
知而产生的抗争意愿和行为。而公众的风险感知受着诸
多因素的影响，如心理层面的焦虑、恐惧，直觉思维，以及
文化层面的社会经济背景、信任等。

２．公众文化层面的社会经济背景因素影响社会抗争
意愿。具体表现为：女性比男性的抗争意愿更强；本地人
比外地人的抗争意愿更强；年轻人比年长者的抗争意愿更
强；低教育程度者比高教育程度者的抗争意愿更强；收入
高者比收入低者的抗争意愿更强；居住年限长者比年限短
者的抗争意愿更强；

３．公众心理层面的焦虑、恐惧是导致社会抗争的重要
原因。公众焦虑与抗争意愿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
公众表现的焦虑、恐惧等情绪越强烈，其抗争意愿就越
强烈。

４．公众心理层面的风险感知评估直接关联着社会抗
争意愿。他们感知到的负面风险（或危险）越大，社会抗争
意愿越强，在感知到的强大的负面风险面前，公众接受补
偿的意愿并不高。

５．公众文化层面的信任程度也是影响抗争意愿和行

为的重要因素。公众对风险设施项目方及政府主管部门
的信任度越低，抗争意愿越强。同时，公众对村委会、媒
体、法律以及邻居的信任程度越高，抗争意愿就越强。
在专家和政府部门看来，公众对风险设施的抵制抗议

往往是非理性的行为。然而，从心理学和社会学角度来
看，公众的行为受制于其心理活动和社会文化背景，公众
抗议行为是其对外在风险刺激感知后出现的一种本能的

反应，这种抵制反应心理和行为其实是公众对风险的一种
本能防范，以避免自身受到各种实际的或潜在的伤害和损
失。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公众的社会抗议行为是公众个
体基于风险感知背景下的自身理性选择和本能反应的结

果。为此，从公众风险感知的视角出发，构建全新的基于
风险感知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分析框架，对现实中的社会
风险抗争现象进行理论概括和阐释，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
理解社会稳定风险产生的内在机理及其演进逻辑，也为评
估和防治社会稳定风险实践提供一种新的思路、方法和途
径。当然，本研究在分析公众文化层面时只选取了信任和
社会经济背景，显然不够全面，因为人们的世界观以及“污
名化”因素也可能会影响其风险感知和抗争意愿，而这些
新变量之间的关联和影响有待于后续的研究和补充完

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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